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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
——— 基于二元体制的数理逻辑与数据测算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２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认为其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

素生产率，以及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获得财富溢值。如何使定性的体制能够成为经济分析中的内生变

量，是转轨经济学研究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文章从渐进转轨和二元体制视角，寻找生产、不动产、分配和需求各领域中

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标准值，还有计划行政干预下的偏差值，二者相互比较求出差值，分类定义为流量通过大小的

闸口连续变量和能不能通过的开关变量，并将其组合入生产函数及其供给－分配－需求联立运算模型之中。

以此数理逻辑方法，进行体制改革内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分析，解释了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力来

源。经仿真测算，中国无论是在供给领域，还是在需求方面，都蕴藏着规模可观的体制剩余和市场潜力。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未来１１年可以释放在二元体制中巨大的生产能力、财富潜能和市场需求潜力，使经济增长

能够达到平均５．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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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渐进转轨经济增长计算在方法上的困难

就现代经济学经典经济增长的算式看，对于从经

济落后向发达转变但体制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有

乔根森模型（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７），对于经济发达的市场

经济国家有索洛模型（索洛，１９５６），而对于进入工业

化、偏好国家集中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哈罗德－

多玛增长模型（Ｈａｒｒｏｄ，１９４８；Ｄｏｍｅｒ，１９４６）等等。当

然，还有一种是体制从计划向市场改革的转轨国家，

如前苏联、东欧、中亚和蒙古等国和地区，绝大多数是

三到五年瞬时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因此，也没有

必要对这种时间很短的经济体，专门总结其经济增长

的计算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年成立以来７４年间，经济

平均增长速度为７．９７％，其中１９７８年改革以来为

９．０２％。从其中的各个阶段看，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分别为

９．９７％、４．９７％、１０．０２％和６．４８％，经济增长速度快

慢不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

革。然而，与东欧和前苏联瞬时体制转轨的各国不同

的是，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方面，安排以公有制为主

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资源配置由计划行政

向市场配置改革方面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方式。如前

所述的，在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释放的阶段，在资

本和劳动力比计划经济时期投入水平降低情况下，经

济平均增长速度却高出了一倍。当然，也由于人口增

长和结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不确定和改革开放解放

生产力作用边际递减，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胶着并存

这一时期，相比前一阶段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降幅为

３７．７６％，增长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从供给经济学理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讨论（贾康等，２０１８）。毫无疑问的是，中

国经济体制的安排和变化，深刻地影响着要素配置效

率、收入分配流向和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进而可以说

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前述三大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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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流动实体变量以不同的经济逻辑关系组合形

成的函数，包括联立方程算法。而体制则是一种制度

安排，并不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流动实体。因此，无论

将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数据输入这些算式和联立计

算系统，都无法从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刻

画和解释经济增长的损失和来源。

如何让现有的经济数据服务于政策和制度问题

的讨论？伍晓鹰（２０２３）认为，制度没有办法直接量

化，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

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

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让制

度变量直接进来。２０１６到２０２３年间，笔者试图将体

制因素变量化，并就其安排及其变化嵌入生产系统，

实现量化计算，从而解决体制改革或者体制禁锢，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损害不能量化计算这一经济学上

的难题。

中国渐进转轨的特殊体制和长周期过程，给国内

外经济学界，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必须要解答的

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

奇迹的来源，如何分析中国２０１１年以来经济增长速

度放缓的原因，中国未来１０到１５年还能有中高速增

长的潜能吗？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使

用前述的几大算法分析，大多都认为中国未来不可能

再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速度大体在１．５％到３．５％

的区间。当然，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和政策研究机构认

为，体制改革还能够释放各方面的潜能，使中国未来

能够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那么，有什么数理逻辑

来证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内生的影响关系，

是寻找潜能、安排改革和保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所在。特别是，只有找出各方面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内生影响关系的数理逻辑方法，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

总体和各个方面的用于实践的改革方案。此篇论文，

就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方法方面进行一个初步地尝试

和讨论。

二、寻找可内生的体制变量和发现体制性剩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和

经济管理者以为，华西里·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７６）加上奥斯卡·李沙德·兰格改进的

中央计划机关价格试错机制，计划经济也可以使最优

配置和均衡增长成为现实（兰格，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实际

上，战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影响其经济增

长最重要的三个原因是：生产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无

法支撑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禁止交易的体制安

排，妨碍了诸如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价值化，使增长

失去了其财富化的又一源泉；而诸多的计划配置和行

政准入，又抑制了竞争，并阻隔了各经济要素的流动

性。然而，在一个一元计划行政体制的国家里，人们

对此熟视无睹。因为其经济内部场景中，没有就效

率、价值和流动性等有关指标进行经常性对比的参照

系。研究二元体制与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关系，首要的

工作是寻找、发现和定义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定性方

面的概念和范畴，以及定量方面的变量及其之间的内

生联系。从而形成经济学的方法和逻辑体系。

１．二元体制差值：闸口和开关变量

中国经济改革长周期的渐进转轨，形成了计划行

政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体系。

国际直接投资流动、贸易进出口、人员往来和信息内

外交流，也使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成了一个开放性的体

系。这就使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间效率、价值和流动

性之间的差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两种区别和界定：市场机制经济标准状态，计划

行政经济偏差和关闭状态。笔者初始的经济观察中，

发现经济生活中，就生产要素看，加权平均的劳动力

农业就业比例指标比较，与中国发展水平上下相当的

国家数值低，而中国的数值高；资产利润率指标，国内

非国有经济水平高，国有企业水平低；土地利用率，国

内非国有单位利用率高，而国有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利用率低。就不动产的土地和房屋看，农村向城

镇转移的土地，政府少量补偿和无价格征收，但可以

有偿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对于城镇住宅，居民

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是有价值的资产。农村土地和住

宅，不允许交易，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些

不动产对于前者来说是财富，有价值、货币、债务和信

用等市场经济的流动属性；但对于后者，其不是有价

值的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

那么，如何找到渐进转轨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

增长，发生内生影响的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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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领域没有计划和行政干预的有

关数据定义为标准值，把受到计划行政干预的有关数

据定义为偏差值，二者比较相减，所得就是差值。

一是有连续变化差值，即闸口变量，是规则性连

续变化差值。例如生产要素方面，将发展水平相当并

且人口能够自由迁移国家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以

及国内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标准值，将

有中国户籍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体制安排的劳动

力农业就业比率，还有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偏差

值，二者相减，获得劳动力投入端口农业就业比率差

值，以及投入产出端口资产利润率差值。２０２２年时，

一些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就

业加权平均比率为１０．１５％，中国为２４．０８％，差值为

１３．９３％。因为其在世界经济组织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上较规则地进行常规统计和发布，数据较为准确，并

且容易获得，称之为规则性差值变量。然而，还有非

规则连续变化差值。如非国有单位员工冗员率和国

有单位冗员率差值，还有非国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和国

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差值，在统计网站上一般没有常规

的统计发布，需要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而获得，

因此为非规则差值变量。数理表达为：

ｚｔ ＝ｙｔ－ｘｔ （１）

其中，ｚｔ为差值，ｙｔ为标准值，ｘｔ为偏差值。

二是有绝对差分变量，而且仅有０和１，定义为开

关变量。它们的经济体制含义，是对某一物品进行的

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两种绝对性的体制安排，在经济

流量分析上表达的是开关关闭或者开关打开状态。

主要用来分析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市场化和非市场

化设置及其影响。数理表达为：

ｚ＝Ｉ（ω）＝
０， 禁止交易

１，｛ 允许交易
（２）

Ｉ（ω）为０，禁止交易，即扭曲值；Ｉ（ω）为１，允许

交易，即标准值。

闸口变量，给我们提供了测度渐进转轨国家经济

体制安排和变化，对真实生产投入量和产出量内在影

响强度大小的测度。而开关变量，则可观察体制内生

安排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价值和财富流量有或无

的状况。因此，闸口和开关变量，可以成为二元体制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运算的内生变量。

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不同

的是，从法定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原则讲，体制性的

闸口和开关变量没有价格。然而，闸口和开关实际是

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和行政功能，其客观地创造了

诸多的寻租机会，具体实施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利用

权力寻租，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因此，审批许可在

需要办理与提供办理之间存在着私下但不透明和不

规则的价格。在公开的信息和公众的抽样统计上，无

法表达闸口和开关私下价格之间，以及体制变量私下

价格与流动实体变量透明价格之间的替代弹性。

２．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的国民收入损失

我们可以用闸口变量测算计划体制禁锢造成的

产出损失。一是要素淤积未进入生产过程的产出损

失。由于从流入端闸口Ｚ禁锢生产要素在低生产率

领域淤积，其并没有流入高生产率的领域，造成了产

出损失。其计算式为：

Ｌｏｓｔ ＝ｚｔ×Ｒｅｓｔ×ＦＥｔ （３）

其中，Ｌｏｓｔ为产出损失，Ｒｅｓｔ为与生产和溢价有关

的资源，ＦＥｔ为每单位要素或资产净产出。

例如，２０２２年，中国总就业劳动力为７３３５１万人，

前述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为１３．９３％，以（３）式

计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１０２１８万人，劳动贡献的

年平均生产率为 ４０５３９ 元／人，劳动产出系数为

４２．３８％，当年禁锢和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

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４２６５１亿元。

二是要素进入生产但效率较低的产出损失。这

种生产结果性闸口Ｚ乘以投入总要素表达的是低效

率造成的产出损失。其计算式为：

Ｌｏｓｔ ＝ｚｔ×Ｒｅｓｔ （４）

比如，２０２２年国有企业总资产为３０９万亿元，非

国有企业资产利润与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差值为

３．５４％，因为低效率国有企业当年损失的利润产出为

１０．９７万亿元。

上述式（３）和式（４）表达的是，由于阻碍生产要素

正常流动、生产过程效率过低和禁止交易而无财富溢

价，造成的产出损失。其刻画经济运行的状况：资源

的浪费、闲置、低利用和禁止交易而没有流动性和无

法价值化。通过这些内生的计算，可以解释计划经济

时期或者二元体制经济中，计划行政体制安排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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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率和增长速度的影响。

３．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

差值乘以所对应的资源、产出、分配和需求，就是

其闲置、浪费和低利用资源、要素、产出、收入和支出，

可以衡量过多和过少，定义为体制剩余、不足或者潜

能空间（周天勇，２０２１）。二元体制经济学和体制性剩

余，与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性剩余，有很大的区别。

前者是指渐进转轨国家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中的各

种经济剩余，其由闸口和开关变量进行计算。后者是

结构转轨发展中国家，如劳动力剩余是原生性质的剩

余；数量是与其新兴的城市和工商业部门人口收入、

劳动生产率、就业工资等水平相比较，计算在不发达

农村和农业中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

二元体制经济要素流入端闸口Ｚ影响的体制剩

余算式为：

Ｓｕｒｔ ＝ｚｔ×Ｒｅｓｔ （５）

其中，Ｓｕｒｔ为体制性剩余、不足或者潜能，Ｒｅｓｔ为

与生产和资产溢价有关的资源。

然而，如果是产出端形成的闸口Ｚ，则需要用产

出总损失除以投入产出标准值，获得体制剩余量。其

计算式为：

Ｓｕｒｔ ＝Ｌｏｓｔ／ｙｔ （６）

用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４．７４％，除以

国有资产低效率产出损失额，得出体制性剩余资产规

模为２３１万亿元。

而体制性剩余资产的计算较为简单。禁止交易

的各类资产，开关变量为０，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

的资产；如果未来放开进行交易，则开关变量为１，再

乘以其影子价格，为体制性剩余资产。东北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测算的２０２３年体制性剩余土地

房屋资产规模达６５０万亿元左右。

从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看，实

际就是体制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改革，释放了被禁

锢在一些闸口中的各种体制性剩余要素，提高了生产

效率，以及打开了土地和城镇住宅禁止交易开关，并

且使无价值土地和房屋一旦交易发生了资产化财富

溢价。前述现代经济学几大由流动实体变量，按照有

关经济关系组成的计算模型，没有体制安排及其变化

变量，也不可能估算可以盘活和利用的体制性剩余规

模。所以，既无法解释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奇迹，也无法仿真出中国未来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前

景。而对中国的未来来讲，体制剩余的规模多大，决

定了其经济中高速增长还有没有潜能。

三、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分解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到１９７７年结束的计划经济，以及

１９７８年以来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新增长动能

或者受到体制安排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的影

响而被抑制，或者因推动体制改革获得了生产效率的

提高和自然无价值不动产交易时零到市场价格水平

的财富溢价。这是一种在假定体制不变投入产出经

济自然增长之外，额外获得的产品和财富。因此，这

一部分研究要做的工作，实际是对渐进转轨经济全要

素生产率构成中，因改革而获得的ＴＦＰ部分进行数

理计算和解释。

１．计划和二元体制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由于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和渐进转轨

国家的体制不同，其各自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含义也不

相同。

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可以看成是潜

在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虽然一般不受体制安排的影响，但很可能由于市场出

现失效，受流动性不足的影响，结果是实际的经济增

长水平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市场经济国

家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刺激，使实际经济增长

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体制的自然经济增

长，是体制假定不变的经济增长速度。计划和二元体

制经济中，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是常态，存在

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增长潜能在于改革对体制剩余

的释放。在体制闸口和开关不向扩大流量和将其打

开方向改革的状态下，如果其体制不变，与市场经济

国家相反，其自然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

水平。

前面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各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１９５７－

１９７７年计划经济体制固定不变，因此，虽然这一阶段

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但其经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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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表现为自然低速增长特征。而１９７８年以来，

体制不断地进行改革，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土地和房

屋不断价值财富化，生产力得到不断的释放，虽然劳

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水平相对降低，经济趋势却呈现出

高速增长的特征。因此，计划和二元体制国家潜在经

济增长的水平，由禁锢在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

能否释放所决定。

２．广义技术进步ＴＦＰ增长率的讨论

二元体制国家 ＴＦＰ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和成

熟市场经济国家的 ＴＦＰ有所区别。成熟市场经

济国家，其 ＴＦＰ绝大多数来自于教育、知识进展、

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新技术产业化，是这

种广义技术进步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

了要素的生产率。

然而，二元体制经济ＴＦＰ的来源，除了广义技术

进步之外，还来自于：改革释放了被闸口和开关禁锢

在计划行政体制内的剩余要素和资产，在其数量未变

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配置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

率，土地房屋通过资产化改革使其在市场交易时获得

的零到市场价溢值。按照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ＴＦＰ

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定义，其严格的假设场景是：

体制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观察体制的

特殊性，认为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ＴＦＰ，仅仅来自于广

义技术进步，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的新动能构

成差之千里，也忽视了４６年以来，体制改革解放生产

力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贡献。

对于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ＴＦＰ增长率是多少，国

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国内众多学者们的分析，各自研究

结果的数值高低不同。亚洲生产率组织和格罗宁根

大学两大机构对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中国 ＴＦＰ增长和贡

献的分析为：ＴＦＰ增长率分别为３．４３％和０．７０％，对

ＧＤＰ增长率９．３４％ 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６．７２％ 和

７．４９％。①②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看，中国 ＴＦＰ增长速

度较高和贡献较大的有何平，他基于亚洲生产率组织

数据基础上测算，结论是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ＴＦＰ增长为

３．９２％，对同期 ＧＤＰ平均增长９．４４％的贡献率为

４０．６１％（何平，２０２２）；ＴＦＰ增长速度和贡献较低和较

小的有郭庆旺等，结论是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 ＴＦＰ增长

０．８９％，对同期ＧＤＰ增长９．４６％的贡献率为９．４１％

（郭庆旺等，２００５）。

按照中国科技部门研究的有关数据，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间，科技进步的ＴＦＰ平均增长率为４．６６％，对当期

经济增长８．６７％的贡献率为５３．８％。一是同期ＴＦＰ

增长和贡献数据，远高于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０．９３％

和１０．０７％，也高于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的３．１４％和

３６．２１％。二是同期英美德法日韩等创新强国年平均

ＴＦＰ增长分别为０．０９％、０．５７％、０．４２％、０．０９％、

０．４１％和１．１４％，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在２５％到

５２％之间。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起了如此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数据可能有水分，不

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将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混

淆在了科技进步之中。使人们在经济增长贡献的分

解中，看不到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

已有学者文献对技术创新ＴＦＰ会大力度促进经

济上行增长提出了质疑。对于科技人力投入增加就

会带来ＴＦＰ加速增长的推断，美国经济学家琼斯分

析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０年欧美市场经济体研发人员投入和

结果的相关变动关系，发现科学技术人员数量为向上

向右的投入增长曲线，并没有形成ＴＦＰ相应向上向

右的产出增长曲线（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５）。学界将其称之为

ＴＦＰ“琼斯批评”。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

教育、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结

果一般不可能大幅度上升，而呈现为平缓的状态（菲

斯佩奇，２００９）。

那么，渐进转轨经济的 ＴＦＰ怎么分解呢？就是

国民经济产出中获得的全部ＴＦＰ中，既包含广义技

术进步ＴＦＰ，也包含市场配置资源得到的生产率提

高，还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获得的货币深化和财富

溢值。即：

Ｔｔｏ ＝Ｔｔｅ＋Ｔｒｅ１＋Ｔｒｅ２ （７）

其中，Ｔｔ０为全部全要素生产率，Ｔｔｅ为广义技术进

①

②

亚洲生产率组织（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ｏ－ｔｏｋｙｏ－ａｅｐｍ．ｏｒｇ。因网站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历年
ＧＤＰ数据，亚洲生产率组织也进行调整。笔者这里用的是２０２１年从该网站下载的数据。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ｐｗ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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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即知识进展、教育普及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工作

技能提高、新技术产业化等等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ｒｅ１为体制改革改善要素配置提高的生产率，Ｔｒｅ２为无

价值的土地房屋改革后发生交易获得的市场价格的

溢值。

四、体制改革获得ＴＦＰ计算的数理逻辑

我们来看市场化改革生产率提高和资产化溢

值获得的 ＴＦＰｒｅ１和 ＴＦＰｒｅ２。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

奇迹的体制改革 ＴＦＰ来源解释，与对中国未来通

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再获得新的 ＴＦＰ，其计算在模

型上不同。

１．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数理模型

历史数据由 ＴＦＰｒｅ１和 ＴＦＰｒｅ２推动的 ＧＤＰ增长，

其核算方面的算式为：

ｄＧｈｔ／Ｇｔ－１ ＝ｄ｛ＣＨ×ｐｃｈ×ｒｃｈ×（ｗ）｝ｃｈｔ／Ａｔ＋ａ×

Ｗｔ×（ｘｔ－１－ｘｔ）ｗ／Ｗｔ＋ｂ×Ｋｔ×（ｘｔ－１－ｘｔ）ｋ／Ｋｔ （８）

其中，ｄＧｈ／Ｇｔ－１为资产溢值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获

得的ＧＤＰ增长率，ＣＨ 为城镇原有无价值住宅存量

面积，ｐｃｈ为城镇住宅交易价格，ｒｃｈ为城镇住宅交易

率，开关变量（ω）为１，Ａｔ为全要素生产率，Ｗ 为就业

劳动力，Ｋ 为非金融企业总资本①，（ｘｔ－１－ｘｔ）ｗ为农

业就业比率和资本配置比率边际偏差值，ａ＋ｂ＝１。

式（８）的作用，就是分解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

高速增长的改革 ＴＦＰ来源。式子的第一部分是

城镇住宅资产化溢值 ＴＦＰｒｅ１，第二和三部分为体

制性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化改革配置改善获得

的生产率提高ＴＦＰｒｅ２。需要说明的：一是ＴＦＰｒｅ１来源

机理。式中偏差值ｚ下年比上年缩小（ｘｔ－１－ｘｔ），表

达偏差ｘ值向标准值ｙ的接近，意味着闸口ｚ抑制得

到放松和改善，体制性剩余要素每年转移一部分，并

得以正常利用，要素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二是ＴＦＰｒｅ２
形成机理。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其从无价值的生

活资料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当其资产化后，由于禁

止交易的开关０得以打开成为１，在市场上一旦交易，

则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溢值流量，于是买卖双方的帐

户都有了相等的一笔收入和支出。从宏观国民经济

核算讲，在城镇原无价值住宅一定的交易率及数量情

况下，其分配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民收入，在生产法

增加值以外形成了余值，实际上也发生了土地零到市

场价格的溢值。

计划经济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后的８０年代，土地

视为无价值资源和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进入中国，

建设工厂、住宅以及办公、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楼宇需

要土地。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集体无价值和低补偿

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协议出让，２１世纪初改变为地方

政府在行政垄断土地市场上竞价出让。土地出让金

是否应当进入ＧＤＰ核算，在学术界发生了争论，有学

者认为不应当计入（许宪春，２００９），也有学者认为应

当计入（李静萍，２００８）。但是，名义土地出让金额一

些年份中太大，统计操作中若直接以溢值的方式计

入，残差实在太多。对此，实际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中，因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形成行业增加值，还有金

融行业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住宅按揭贷款利息增

加值，以及后来居民自己产权的住宅要给自己交纳房

租等方式，②还是以生产法计入了ＧＤＰ的核算。

然而，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在渐进转轨经济中，本

质上是土地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应当是收入法

和支出法计算的ＧＤＰ余值。笔者考虑已有生产法统

计的实践，将边际出让土地作为当年新增的流量资

本，除以总资本并乘以资本产出系数的方式，计算了

土地资产化改革给经济带来的新增动力。

２．改革使经济还会中高速增长的数理模型

转轨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释过

去，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压力，

寻找通过体制改革能够释放的潜能，将经济增长保持

在中高速的水平上。把体制性剩余要素通过市场化

改革盘活摊入，使其发挥生产作用，推演改革提高效

率获得新经济增长速度的算式为：

ｄＧｔ／Ｇｔ－１ ＝ｄ｛（ＡＬ×Ｒ×Ｐ）×Ｉｔ（ｗ）｝ＡＬｔ／Ａｔ＋ａｔ×

①

②

运算中的资本量根据张军和施少华文有关数据和方法计算，见《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１９５２－１９９８》，《世界经济文汇》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第１７－２４页。

国民经济核算名词，国民账户体系（ＮＡＳ９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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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１×ｚｗｔ－１×ｍｔ－１）／Ｗｔ＋ｂｔ×（Ｋｔ－１×ｚｋｔ－１×ｍｔ－１）／

Ｋｔ＋ｃｔ×（ｄＬｔ＋Ｌｔ－１×ｚＬｔ－１×ｍｔ－１）／Ｌｔ （９）

其中，ｄＧｔ／Ｇｔ－１为由未来体制改革获得的 ＧＤＰ
增长，ＡＬ为未来资产化的土地总面积，Ｒ为资产化

建设用地交易率，Ｐ为城乡建设用地影子价格，Ｗ 为

总就业劳动力，Ｋ 为非金融企业总资产，Ｌ为总建设

用地面积，ｄＬ为调水新增建设用地；ｍｉ为对应项的体

制剩余生产要素分摊系数，ｉ＝１，２，３，…，ａ＋ｂ＋ｃ＝１。

式（９）的作用，是为了仿真预测未来长期除了二

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率以外，由体制改革可以释放的

ＴＦＰｒｅ１和ＴＦＰｒｅ２推动的经济增长部分。与式（８）不同

的是，一是这部分ＴＦＰ来源，主要是对禁止市场化交

易的土地，打开资产化开关变量为１，从而其改革后

一旦发生交易，获得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需要说明

的是，因为农村农民宅基地与住房相连，交易时宅地

价格中包含了对地面建筑的补偿，因此未再单列。

（９）式回归三要素投入增长斯密古典模型的原因是：

中国目前有扭曲形成数量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需

要盘活摊入模型中加以表达；还有国土开发利用率低

于许多国家，可通过工程调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将土

地供给从垂直曲线改变为向上向右倾斜的曲线；并且

笔者因农业用地的增加值比例过低，投入增长的土地

要素为建设用地。

五、体制性剩余：历史释放核算和未来可利用数量

笔者利用本文式（５）和式（６），对１９７８年以来，通

过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所释放的体制

性剩余要素和生活资料性资产进行了估算，对未来通

过体制改革还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

土地要素数量，以及未来改革可资产化的城乡土地规

模也进行了估算。

１．改革释放的体制剩余性要素和城镇住宅资产

从对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分析来看，推进市

场化改革较快时，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向提高生产

率和财富溢值的释放加大。而当改革难度加大、改革

动能边际递减和部分体制向计划行政回归时，体制性

剩余要素和资产向提高生产率和财富溢价的释放就

弱化。而未来若想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在于对目

前仍然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中巨额的各类体制性剩

余要素和资产，通过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进行释放。

从生产要素数据方面观察，首先，是劳动力要素

体制性剩余和释放。１９７７年时，国际样板国家农业

劳动力就业比率标准值、中国农业就业比率偏差值

和与样板国家相比差值，分别为３７．１％、７４．５１％和

４０．４１％，当年中国就业总劳动力４０１５２万人，其中

体制性剩余农业劳动力规模为１５９１２万人；２０２３年

时，标准值、偏差值和差值变化为９．８０％、２３．５％和

１３．７０％，总就业劳动力规模为７４０４１万人，其中体制

性剩余农业劳动力数量为１０１４３万人。并且，１９７８年

时城镇职工７１９６万人，冗员率高达３５％，体制性剩余

员工数量２５１９万人。

４６年时间中，从禁止到允许再到鼓励农业劳动

力外出务工，颁发身份证、实行城镇暂住和农村人口

到城镇上学就业等制度，累计转移了体制性剩余农业

劳动力３３４１８万人。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９年间，国有企业冗

员进行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和非国有经济中再就业改

革，城镇各单位用人双向选择、劳动合同用工、工资绩

效分配、人员能进能出和岗位能上能下等劳动力市场

化改革，也累计转移了体制性剩余员工２０１９万人。

其次，是国有企业资产的体制性剩余和释放。

１９７８年时，国有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比例、国有企业

资产利润率偏差值、非国有经济资产利润率标准值、

利润率差值、体制性剩余国有资产分别为９１．４６％、

３．３７％、１４．４３％、１１．０６％和１５６３０亿元；２００９年时变

化到２０％、３．２２％、９．２５％、６．０３％和２８５７５３亿元；到

了２０２３年时又变化为４０．３３％、１．３６％、５．００％、

３．６４％和２４８７１４７亿元。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国有经济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破

产重整、抓大放小、中小企业转制，国有经济总资产占

全社会资产比例降低到了２０％左右，向效率较高的

非国有经济释放和转移配置了２５２９２９亿元资产。

再次，从城乡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观察，一是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三年间对城镇住宅存量进行了从无偿

分配到资产持有的改革，而对居民新需要住宅进行由

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和市场化销售的改革。当时被

改革的城镇住宅存量面积有１０５亿平米，按照２０００

年价格，当时被释放的资产总量为１５７２９０亿元。二

是土地推进了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交易的资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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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２３年，地方政府从农村和城郊以

无价值低补偿的方式征用了２１５００万亩集体土地，其

中有偿出让９６３８万亩，累计释放土地流量资产

７８８６１５亿元。

２．未来中高速增长还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使用其经济

数据运算系统，模拟估算了未来供给侧新增长潜能的

来源，即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的规模。

首先，在生产要素方面，一是２０２３年体制性剩余

劳动力１２７２７万人。大部分是以差值计算的农村体

制性剩余劳动力，为１０１４３万人。如果根据农业劳动

生产率和耕地面积进行计算：每一农业劳动力在耕地

上净产出４００元／亩左右，即使不计耕地的地租成本，

则需要１４０亩土地，才能与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年收入

相近。全国１９亿亩耕地，只需要１３５７万农业劳动力

耕作即可。另一小部分是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

冗员，比率在全部国有单位就业的２５％左右，体制性

剩余劳动力为２５８３万人。２００９年后城镇就业中向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比如，２００６

年党政等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

１２５８万人，２０２２年数量增加到１９７５万人。从国有单

位就业冗员比率变化看，从２００９年的２０％变化到

２０２３年的２５％，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累计增加１０９９

万人。

二是２０２３年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为

２８２万亿元。当年国有资产总额为３４０万亿元，总资

产利润率为１．３６％，市场竞争性企业资产利润率为

５．００％，低效率造成的利润损失规模为１２．３８万亿

元。前面也已述，利润损失数量除以非国有企业资产

标准利润率，表达的就是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资产数

量，如果对国有经济和企业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会成

为经济增长加速的潜在资本要素。

三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为至今为止，土地要素

完全由计划行政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土地也

向非国有经济配置了一些，但是绝大部分仍然配置在

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事业行政领域。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也因计划进行配置、建设规划管理、用途行政管

制，农村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无法实现组合，没有

顺畅地配置到农民创业经营的二三产业之中。农民

对土地使用变通从事的二三产业建筑和其他设施，大

多都在２０１８到２０２０年有关联合进行的土地用途整

治中被地方层层加码、范围扩大和“一刀切”中被拆

除。生产要素浪费、闲置和低利用最严重和体制性剩

余，主要发生在土地利用领域。

无价值城乡建设用地可以资产化的规模。２０２２

年，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１８８３１万亩，占总建设用地

７１６２７万亩①的２６．２９％。用地结构为，城市和县城、

其他建制镇、农村居住、农村其他建设、产业园、矿业、

交通和水工建筑等建设用地分别为９８０７万亩、３７１８

万亩、１７２６２万亩、１３４６２万亩、８０００万亩、３６６４万亩、

１４３３０万亩和１２０３万亩。其体制性剩余土地分别为

１０８０万亩、７４４万亩、８６３１万亩、２７２９万亩、２４００万

亩、１０９９万亩和２１４９万亩。②

另外，在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方面，到目

前为止，城乡绝大多数存量各类土地以及农村农民房

屋和宅院，仍然由于不能二级市场交易，并不是可定

价意义上的资产，而是无价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从２０２２来看，据影子价格计算，还没有市场化交

易放开的潜在资产有：农村宅基地、农村其他建设用

地、城市与县城工商物流仓储用地、矿山用地、产业园

区用地和农业用地，分别有９４．９４万亿元、１０９．１４万

亿元、６．２２万亿元、５．５０万亿元、１７．６０万亿元和

４１７．８２ 万亿元，建设用地潜在的总资产规模为

６５１．２１万亿元。而到２０３５年时，由于这部分土地的

升值，资产规模分别可达到１３１．４２万亿元、１５１．０７万

亿元、８．６１万亿元、７．６１万亿元、２４．３６万亿元和

５７８．３６万亿元，以２０２４年存量为基数的资产总规模

将为９０１．４３万亿元。

这些目前禁止交易而无价值的土地房屋生产和

生活资料，如果进行可交易改革，可定价是资产，按照

一定的市场价格和交易率，可形成资产溢值，成为未

来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来源。

①
②
包括各地先租后征约４０００万亩左右占用农业用地所建的镇、县和地级市产业园区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体制性剩余假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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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奇迹和下行解释及其未来增长的验算

前面已提到，笔者研究的另一工作是，将表达体

制安排及变化的闸口和开关变量，嵌入生产、分配和

需求函数之中，以此来计算通过较大力度的改革，释

放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可以获得的新产出和经济增

长潜能。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三

个阶段分析。

１．１９７８－２０１０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

前面已述，虽然就业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增长速度

较高，但是在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年间，中国实际 ＧＤＰ平均

增长４．９７％。其中ＴＦＰ增长，格罗宁根大学平均增

长的数据为－１．２１％，亚洲生产率组织１９７１－１９７７

年平均增长的数据为－２．０４％。然而，我们将１９７８－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相关数据，输入（８）式计算，就二元

体制经济运行的差值分析看，４６年ＧＤＰ平均增长率

为９．０２％，其中 ＴＦＰ增长３．１０％。从构成上分析，

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要素

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１．４７个百分点；城镇住宅

资产化改革释放的溢值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１．９４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广义技术进步ＴＦＰ，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为０．６个百分点。

１９７８年前后对比，即使广义技术进步ＴＦＰ增长，

在计划行政经济时期为负，而在改革开放年代平均为

正。因此，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 ＴＦＰ的正

增长。

总计观察，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人口劳

动力大部分时期还上行增长的阶段，即使没有发生

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年大的动荡情况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平均经济增长的最大速度也就是６％。改革开放对

经济增长贡献了３４．３９％的动能，使４６年的平均增长

速度，保持在了９％的水平上。

从阶段划分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是中国改革从计

划行政向市场机制体制发育和扩大的阶段，显著地释

放了禁锢在体制安排各种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

余，使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了改革释放的巨大潜能。期

间ＧＤＰ实际增长率平均为１０．０２％，其中ＴＦＰ贡献

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３．７％，对其进行分解，劳动和

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１．４５％，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

为１．３８％，广义技术进步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０．８７％。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

３６．２７％。

２．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经济增长放缓的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渐进转轨进入了二元体制并存

和胶着的时期，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特点是：一是体

制改革增长的动能边际递减。经济体制较容易的改

革都完成大半，剩下的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一些

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等，向计划配置和行

政方式复归。二是国内人口变动进入收缩状态，国际

经济循环遇到逆全球化的影响。人口增长和结构进

入低增长、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阶段，从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而国际贸易保护主

义的兴起，中美经济关系趋冷等，从国际出口和国际

直接投资占ＧＤＰ比例下降方面，也形成了对经济增

长的下行压力。

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看，这一时期 ＧＤＰ实际

增长率为６．４８％，其中ＴＦＰ实际增长率为１．５８％，

ＴＦＰ增长水平比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下降了一半。将ＴＦＰ

名义增长进行分解，广义技术进步ＴＦＰ贡献的经济

增长率降低为－０．０９％；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转移贡献

经济增长率下降为０．３０％；资本要素由于总资产中

低效率国有经济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比率从２０．５５％

上升到４０．３３％，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７０％；将

流量土地出让金作为资本投入计算，贡献的经济增长

率为０．４０％；城镇原有商品化改革房交易以及棚改

和拆迁征地货币化安置住宅资产化等溢值贡献的经

济增长率为１．６０％。城镇住宅资产溢值和土地流量

资本投入产出二者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了

２．００％。如果没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１９９８年开始的

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偿出让、棚改和征地拆迁货币化

安置等改革，没有其交易资产化溢值和产出的支撑，

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会落入４％上下的中速增长

区间。

３．供给侧需要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方面，需要将低效率地区、行业和企业中

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配置到高效率

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将无价值生活资料和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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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性质的土地房屋，通过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有价值的资产和财富。并且，在体制改革过

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的原则，但需要改革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其能够与

市场经济运行相耦合（周天勇，２０２４）。

首先，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一是

在户籍管理改革等方面，其一，通过全面彻底放开户

籍管制、子女随常住城镇务工家庭就地教育、住宅多

元供给降低进城人口居住成本、完善进城人口社会保

障等，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主迁移和城镇常住流

动人口的真正市民化。其二，在用工体制改革和机构

改革方面，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用工体制改革，

并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合并减少治理层次和机

构数量、精简非生产冗员，可提高国企劳动生产率和

公共服务效率。

二是在国企改革方面，将国有资产比率在社会总

资本中的比率从２０２３年的４０％降低至２０％以下，实

行淡马锡模式，以资产利润率为国企领导主要考核目

标，大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实行以效率较高的民营资

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一些长期微利和亏损的

国有企业进行破产、重整和拍卖等多种形式的改革。

三是在土地要素市场配置化改革方面，取消城乡

建设用地和生产用地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城乡统一市

场化配置的体制转型。非农业建设用地停止中央有

关部门确定规模和分解到各中央重大项目和各省，再

从省分解到重大项目和市及县的指标管理方式，建立

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由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盘活

存量、开发增量，满足和高效地利用建设土地；废除城

镇国有存量土地配置，先交由自然资源部门，再由其

在行政垄断土地市场竞价出让分配的体制，国有企

业、非国有企业、政事业单位、党政法机关、其他法人

团体和国防军事等闲置和愿意交易的土地，均在二级

竞争性市场上挂牌，任何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竞买，

收入归法人所有，政府以税收的方式进行分配，成为

县市区可持续的税源；取消目前不同用途土地利用按

照一定的规模需要由县、市、省、有关部和国务院审批

的体制，因为全国各类存量土地闲置、浪费和低利用

率很高，改由二级市场调节盘活为取得所需土地的主

要方式。

其次，深化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在坚持土

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对城乡自然人和法

人有使用权的土地房屋，全部登记注册、确权发证。

延长各类土地使用年限，硬化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

允许法人和自然人土地的使用权交易、定价、入股、出

租、抵押和继承。改革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禁止市场

交易的体制，建立竞争性的土地房屋市场，放开准入

并撮合定价，使其成为可以交易和抵押的资产。

４．供给侧体制改革对增长潜能的释放展望

渐进转轨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

其生产体系并不是一个假定市场完全竞争而自然经

济流动循环的体系。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不会在自

然流动的生产系统上安装闸口和水泵等计划行政式

的装置。但是，渐进转轨国家的生产体系，虽然自然

流动运行的部分在发育和扩大，但是，体制安排的闸

口和开关，仍然随处可见。

在本文前面部分中，我们估算了被体制安排阻碍

和关闭在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的

数量，并且在解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部分中，阐述

了体制性剩余淤积的加重。我们将有关数据代入算

式（９）中，估算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启动大力

度改革，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释放潜能推动经济中高速增

长的可能。

首先，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速度在２％左右。

因为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广义技术进步 ＴＦＰ增长率为

－０．１１，并且全球各种类型国家的 ＴＦＰ都处于负和

低速增长趋势。我们假定三中全会后启动改革，其翻

转为０．５％；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为－１．１９％基本是一

个定数，劳动产出系数平均从２０２３年的４５％向２０３５

年的５０％变动，其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５７％；资

本增长率平均增长３．９８％，产出系数从５５％向５０％

变动，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２．０８％。

其次，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率，加调水增地，

获得１．９１％的新经济增长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三方面的体制性剩余加以

释放，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如下。

一是将估算农业领域和城镇国有单位中的体制

性剩余劳动力１０１４４万人和２５８４万人，转移和盘活，

输入（９）式，结果有效劳动投入增长１．１１％，劳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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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数为４７．５０％，如果改革１００％能够完成，获得

０．５３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如果改革完成６０％，获

得０．３６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二是将利润差值估算的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

产，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使低效率国有经济中配置

的动态平均３５７万亿元体制性剩余资本，向高效率的

民营企业配置，同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这部分资

本的生产效率，使得有效资本增长３．０５％，资本产出

系数２６．０６％，如果改革１００％能够完成，获得新增长

率为０．８０％；如果改革完成７２％左右，获得０．５４个

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调水增地方面，通过

盘活体制性剩余１８８３０万亩建设用地，使得有效利用

土地增长１．６１％，产出系数为２６．０６％，贡献０．５４个

百分点的新增长率；工程调水２０００亿立方，开发和新

增建设用地１５０００万亩，使建设用地数量增长１．７０％，

乘以土地产出系数，也贡献０．４５个百分点的新增

长率。

再次，推进无价值城乡生活和生产性土地资产

化改革，放开交易和市场定价，当发生真实交易时，

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会使未来经济增长获

得１．５９％的增长潜能。

从目前看，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是无价值的生活和

生产资料，并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集体土地

不得擅自在一级市场上出让，农民使用的宅基地和承

包的耕地也不能擅自交易其使用财产权；城乡土地的

一级市场，由地方政府行政垄断，二级市场交易没有

放开。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来源的分析，按照

４６年平均，土地有偿出让资本产出和城镇住宅商品

化改革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率１．４４个百分点。未

来，如果还是想获得这部分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

能，需要继续全面深化对城乡土地的资产化改革，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间，将前述的各类潜在土地资产数量

输入（９）式，溢值来源分布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推算上述总农村宅基地总面积中，每年

空置、消失和转移的宅地到２０３５年累计在７７２０万

亩，如果推进其资产化改革，推断每年形成的数量中

有２６％能够交易，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贡

献０．５７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二是推算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先租后征产业园的

集体土地和农业用地，如果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

和同价，直接进入一级和二级市场交易，每年交易率

如果分别为１．５０％、２．５０％和０．０６％，其无价值到市

场价格的溢值，可分别贡献０．４３、０．１１和０．１６个百

分点，总计会获得０．７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三是推算城市和县城工业物流仓储、矿业和国有

产业园区三项建设用地，其不再由自然资源部门控

制，放开由用地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进行二级交易，分

别按照每年２．２５％、３．００％和２．５０％的交易率，其无

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分别贡献０．０９、０．０６和

０．０９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总计会获得０．２４个百

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可以看出，未来的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只要全面深化

和推进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效率提

高、资产化改革溢值和调水增地投入产出，分别可获

得经济增长潜能１．４６、１．５９和０．４５个百分点的新增

长率，加上自然经济增长２．００％，国民经济中位水平

可保持５．５０％的增长速度。

七、差值法及其对分配和需求侧的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增长，有需求的可能性边

界。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仍然没有结束，还处

在需求数量和质量水平需要提高的时代，而进一步大

力度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需求侧的经济增长潜力仍

然很大。

１．需求侧增长潜能的差值仿真算式和运算系统

即使在假设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其“生产－分配－

需求”一个自然的经济运行系统中，生产也并不自动

创造需求，市场存在失效缺陷。凯恩斯的解释是，由

于居民流动性偏好、收入的边际消费率下降和资本边

际效率递减三大原因，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凯

恩斯主张当国民经济发生萧条，需求不足，实际经济

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时，利用扩张式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向经济运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扩大总需

求，消除生产过剩，使过低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潜在

的经济增长水平上（凯恩斯，１９３６）。但是，需要强调

的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基础体制的安排，政府一般

不直接干预资源分配，而由市场进行配置；产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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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使经济主体有适应市场需求组合要素进行生

产，并获得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动机。

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转轨的国家，计划行政安排

的分配和需求体制，也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需求

方面。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分配和需求领域一系列的

标准值比较，也在分配和需求领域，存在着偏差值和

二者比较的差值。而且，市场经济国家消除需求不足

的市场失效，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福利支出和

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二战后大多数计划经济国

家，在其发展模式上，有着普遍注重积累、投资和生

产，轻视消费、民生和生活的传统。这种体制遗留，也

惯性地延续到中国渐进转轨的特长周期过程之中。

如前所述，计划行政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使

市场经济自然的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过程受到了干

预。如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出让的收入，

几乎全部流入地方财政；居民收入房价比，远高于联

合国人居组织专家建议３到６的水平；财政民生支出

比例，也低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标准值；居

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比例占ＧＤＰ比例低于一般

国家水平等等。

笔者以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念，先是在供

给端通过土地房屋资产化交易溢值、劳动力市场化配

置改善两大类改革，调整初次居民收入分配，并进行

了仿真运算，但结果还是不足以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和

消费分别占ＧＤＰ的扭曲值，仍然扭转不了生产过剩。

因此，依据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特征和凯恩斯国民

经济总需求约束理念，建立了包含体制安排和变化

的，将闸口和开关变量内生于经济运行的，“分配－需

求－供给”三环节流动循环的联立模型方程。需要说

明的是，解释国民经济增长历史数据的体制内生因

素，除了开关变量相同外，核算历史用闸口变量为

（ｘｔ－１－ｘ），而预测未来则用（ｚｔ－１ｘｍ）。原因在于，对

于过去的增长奇迹或者下行原因，主要是分析偏差值

向标准值靠近的变化；而对于未来，从改革促进增长

的角度看，则主要分析对体制性潜在收入及需求能力

的挖掘和利用。

其系统联立方程为：

Ｑ
Ｑｔ－１

＝ ＦＩ×ａｓ×（ｚｆｉ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ＣＩ×ｂｓ×（ｚｃｉ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ＧＩ×ｃｓ×
（ｚｇｉ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ＣＯｆ×ａｆｄ ×（ｚｆｃｔ－１×ｍｒ）
Ｑｔ－１

＋ＣＯｇ×ａｇｄ ×
（ｘｇｃ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ＩＴｇ×ｂｇｄ ×（ｚｇｉ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ＩＴｐ×ｂｐｄ ×（ｚｐｉｔ－１×ｍｒ）
Ｑｔ－１

＋ＥＸ×ｃｅ×
（ｚｅｘｔ－１×ｍｒ）
Ｑｔ－１

－

ＩＭ×ｃｉ×（ｚｉｍｔ－１×ｍｒ）
Ｑｔ－１

＝
∑
ｎ

ｉ
Ａｉ×Ｉｔ（ｗ）

Ａ ＋ ａ ×

Ｗ ×（ｚｗｔ－１×ｍｒ）
Ｗ ＋ ｂ × Ｋ×（ｚｋｔ－１×ｍｒ）

Ｋ ＋ｃ ×

ｄＬ＋Ｌ×（ｚＬｔ－１×ｍｒ）
Ｌ

（１０）

其中，Ｑ／Ｑｔ－１为国民总收入增长，ＦＩ为家庭收

入，ＣＩ为企业收入，ＧＩ为政府收入；分配式中的ａｓ、ｂｓ
和ｃｓ分别为居民、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

入的比例，相加为１００％；ＣＯｆ为家庭消费，ＣＯｇ为政府

消费，ＩＴｇ为国有投资，ＩＴｐ为民间投资，ＥＸ 为出口，

ＩＭ 为进口，ａｆｄ、ａｇｄ、ｂｇｄ、ｂｐｄ、ｃｅ和ｃｉ分别为居民消费支

出、政府消费支出、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和净出口占国

民总收入比例；Ａ 为 ＴＦＰ，∑Ａ 为资产化改革的项

目；Ｗ 为劳动力，Ｋ为资本，Ｌ为土地，ｄＬ为每年调水

新增土地，ａ、ｂ和ｃ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系数，

相加为１００％；Ｚ为各项目差值，Ｚ乘以各对应项目为

体制性剩余或者潜能，ｍ是体制改革对剩余和潜能的

年度分摊率，Ｉｔ（ｗ）为开关变量１或者０。

（１０）式的含义是，除了在供给侧改革时改善初次

分配外，更重要的是在再分配和消费中，其一，居民工

资收入方面，向国际主要经济体国家标准值靠近，提

高中国工资占ＧＤＰ的比例，缩小中国非正式和灵活

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其二，改革和平衡垄断

型国有公务、企业和事业单位，竞争性股份合作、联

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单位，被歧视型私营企业，其

三者之间职工工资过高和过低的格局。其三，在需求

体制中，向国际主要经济体国家标准值靠近，通过扩大

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和民营企业投资比例的改革，增强

对居民消费品的购买需求和保持对民用消费生产的投

入。因此，只有分配、需求和供给三环节协同的体制改

革，才能彻底消除生产过剩，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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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需求侧现代化需求潜力与体制改革释放

中国未来需求方面的来源，主要在于中国人口从

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还没有结束，农业向工商业转移的

工业化进程也没有完成。这既是一个增加居民收入

的阶段，也是形成居民大规模物质财富需要的过程。

期间，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居民消费，则会

释放其巨大的需求潜力。

２０２２年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主要发展中国

家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标准值为８０．１０％，中国城镇

常住人口的数值为６５．２２％，其中户籍城镇人口只

有４８．００％。２０３５年的目标是将人口城市化水平推

进到８２％，并将在城镇中的部分常住农村户籍流动

人口彻底市民化。市民化比例的提高，由于其收入水

平的提高，实际就是需求扩大的源泉。

从劳动力就业结构工商业化看，２０２２年前发展

中国家非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９０．２８％，中国非农

业就业比率７５．９２％，劳动力就业工业化进程落后

１４．３６个百分点。２０３５年就业非农业比率的目标应

当提高到９２％左右，除去自然到龄去世等退出的，城

镇工商服务业需要吸纳１０７５７万人转移就业。工业

化过程的巨大需求，来源于居民进城和收入提高，对

工业化的产品和住宅的支出增加。

耐用消费品居民拥有量方面的工业化，农村还在

中期。城乡居民整体只进入到汽车社会发展阶段的

前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在拥有耐用消

费品方面，２０３５年结束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向

富裕社会的水平迈进。城乡家庭汽车拥有水平，朝着

成熟汽车社会国家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的数量１６０

辆的标准靠近。

建筑工业化水平方面，总体上看，村乡镇城郊居

民仍然处在前中期，城镇流动人口分享城市和建筑工

业化成果的水平也很低，而城镇住宅楼宇可能会提早

进入需要更新的建筑工业阶段。需要居住从超高层

向平面化调整，完善宅院和楼室内居住功能，装修、器

具和铺饰等优美舒适化，提高建筑抗震、防火、保温隔

热和电梯运行等方面的质量，并着手对老旧居住社区

和楼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周天勇，２０２４）。

收入分配扭曲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距，对此改革

的任务是：将劳动力从就业机会少、劳动收入低的农

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镇城市、工

商服务业转移；给予农民自主土地的发展权，鼓励农

村乡镇城郊居民以地为本，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相组

合，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允许农民住房宅院、承包农

地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交易和投资入股，获得财产性

收入。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费体制方

面，改革人口迁移体制，将低消费水平农村人口逐步

向高消费水平的城市和省区转移；改革财政体制，增

加民生支出数量，扩大民生支出范围；将城镇常住流

动人口市民化，并提供廉租房和低价房，反哺增加其

收入。投资方面，鼓励和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规模。

前面已述，（１０）式是一个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意

义上构建的一个变量交叉和模型联立的运算系统。

２０２５到２０３５年间，通过改革使偏差值向标准值靠

近，笔者先是在分配环节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ＧＤＰ

比例由４３％向５５％调整。

考虑出口比率提升的不确定性和自然经济增长

率１．５％、２％和２．５％三种可能，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释放巨大需求潜力，最保守估算，未来可以实现经济

５．５％的中高增长速度。体制改革的增长动能分布

为：将居民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比例从２９％向４０％调

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７５％；将政府民生支出占

ＧＤＰ比例从７．７％向２０％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１．０８％；居民收入增长向投资的转化，民企投资占

ＧＤＰ比例从２０％向３０％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１．１０％；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将出口占 ＧＤＰ比例从

１９％向２５％ 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５７％。国

内工程调节水资源分配，开发未利用土地，其贡献的

需求方面经济增长潜能，会在国外需求变动与国内需

求变动之间形成弥补替代。

八、结　论

中国经济理论的学术任务是，需要总结１９７８年

以来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及其内在的因

果关系，找到符合中国体制国情的分析二元体制国民

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依据其方法计算出中

国在供给与需求侧还分别客观存在的体制性剩余要

素及资产，居民收入提升空间，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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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需求潜力。市场化改革，就是释放被体制禁锢

和束缚的这些剩余、空间和潜力，解放巨大的生产力，

以此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数

理理论上，还是在未来改革实践有针对性的部署方

面，论证了中国经济未来中高速度增长的可能性、可

行性和可靠性。

未来１０余年的时间，是中国经济能够中高速增

长的战略机遇期。这一阶段，之所以对于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非常宝贵和不可错失，一是改革开放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迎来了１９４９年后的第三次人口上行增长

时期，在２０年后的劳动力的积累量，将在２０３５年后

开始衰减，这一时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生产提

供劳动力投入和市场需求，在严峻老龄化前完成富裕

社会的转型。二是这一时期，劳动力成本还有一定的

优势，规模化经济还能放慢资本收益率递减的压力，

养老金成本在严峻老龄化之间还相对较低，经济在

国际上竞争力还相对较强。三是一旦错过这一时

期，释放生产力不够，居民收入水平没能理想提高，

积累财富不够丰厚，待这两个阶段性比较优势趋弱

和消失，可能再也没有从小康社会到富裕社会转型

的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动力，而改革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和命运的关键。通

过要素市场化和土地资产化等大力度改革，并且对分

配和需求方面的体制协同深化改革，使经济增长继续

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保持１０余年时间，顺利渡过老龄

化严峻考验并跨越中高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在２０３５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到２０４９年时成为

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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